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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富人治村已渐成为乡村治理中的主流模式ꎬ理论界对富人治村的利弊一直存在争议ꎮ 在

我国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的背景下ꎬ研究富人治村是否有利于农村减贫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ꎮ 基于调

研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富人治村不利于农村减贫ꎬ富人治村会导致建档立卡和扶贫项目的精英俘

获ꎬ进而影响农村减贫ꎮ 如果村级治理完善ꎬ富人治村可发挥其正面作用ꎬ有利于农村减少贫困ꎻ反
之ꎬ则不利于农村减少贫困ꎮ 我国须加强对富人村干部的监督、村庄运行要增加监事制度ꎬ逐步推行

并完善村民议事会制度ꎬ健全乡村治理ꎬ引导富人村干部真正成为我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建设性

力量ꎮ 研究结论对我国精准扶贫完善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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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富人治村在我国沿海和中西部农村地区已渐成为普遍现象ꎮ 一方面ꎬ富人治村在

某些农村地区成为不可逆的现象ꎮ 另一方面ꎬ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ꎬ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是

重中之重ꎮ 在这种双重背景下ꎬ富人村干部能够实现带领广大贫困村民脱贫致富的目标吗? 富人治村有利于

农村减少贫困吗?
一些学者如卢福营[１]等认为富人治村是我国农村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农民增收的正确道路ꎬ但也有一部

分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ꎬ如贺雪峰[２－ ５]、刘锐[６]等认为富人治村使得富人优势进一步加强ꎬ富人村干部可以基

于自身的意愿影响国家投入的资源的使用ꎬ而不是大多数村民的意愿ꎮ
从我国反贫困实践显示ꎬ富人治村已成为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主流模式的同时ꎬ村两委涉农(扶贫)犯罪的

案例屡见不鲜ꎮ ２００８ 年全国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嫌疑人中ꎬ其中村支书达 １ ７３９ 人ꎬ村主任达 １ １１１ 人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最高检披露ꎬ一些市县村两委负责人案件占所有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５０％以上ꎬ有的高达

７０％~８０％ꎮ２０１７ 年 ８ 月黑龙江纪委通报哈尔滨市曙光村原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于福祥案ꎬ涉案金额达 ２
亿多元ꎮ 经查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ꎬ于福祥涉嫌挪用公款 ８ ５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１ 年ꎬ于福祥将征地补偿款 １ ０８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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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民新居”建设资金名义从乡农经中心借出ꎬ实际用于其个人开办的公司支出ꎮ
目前理论界对富人治村的研究大多为基于农村基层民主角度的定性分析ꎬ罕见对富人治村与农村减贫的

深入分析ꎮ 本文基于贫困村互助资金调研数据分析了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的影响ꎬ并借鉴 Ｇａｌａｓｓｏ 和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７]、Ｂｅｓｌｅｙ 等[８]、Ｐａｎ 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ｅｎｓｅｎ[９]、Ｐａｎｄａ[１０]的研究从精英俘获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富人治村影响

农村减贫的内在机理ꎬ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ꎮ 与以往文献相比ꎬ本文研究贡献可以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１)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联合国家扶贫办对全国贫困村互助资金(以下简称“互助资金”)试点村调

研所得的数据ꎮ 研究发现富人治村不利于农村减贫ꎻ(２)富人治村不利于农村减贫的内在机理为富人治村会

导致建档立卡和扶贫项目的精英俘获ꎬ进而影响农村减贫ꎮ (３)如果村级治理完善ꎬ富人治村可发挥其正面

作用ꎬ有利于农村减少贫困ꎻ但如果村级治理不完善ꎬ富人治村可发挥其负面作用ꎬ不利于农村减少贫困ꎮ 加

强对富人村干部的监督、村庄运行要增加监事制度、加强乡村治理机制体制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是本文提出

的政策建议ꎮ 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精准扶贫完善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都有重要启示ꎮ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势头良好ꎬ先富能人当选村干部逐渐成为沿海发

达地区的一种新现象ꎮ 苏南模式解体后ꎬ随着当地乡村集体企业的去政治化ꎬ同时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ꎬ江苏

等地农村出现了大量富人村干部ꎮ 比如江苏射阳县就规定村支书或村主任个人资产必须在 １０ 万以上ꎮ
随着时间推移ꎬ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也出现了富人治村的现象ꎮ 据«商界»杂志社 ２００４ 年调查显示ꎬ

重庆市渝北区玉峰镇 ６ 个村的村干部中ꎬ个人资产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占 ５０％以上ꎮ 革命老区甘肃省庆阳市大力

开展“双培双带”工程ꎬ富人村干部逐渐增多ꎬ卅铺镇 １５ 个行政村ꎬ６７％的村支书个人资产在 ５０ 万元以上ꎮ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ꎬ农业税费改革后ꎬ村干部的主要任务从以前的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逐渐转变为发展

农村经济ꎬ为农户提供公共服务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致富能力强”的村干部越来越受

到地方政府的青睐ꎮ ２１ 世纪初ꎬ“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双带”方针逐渐成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主

导方针ꎮ 因此ꎬ富人村干部在全国范围内渐渐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ꎮ 富人治村从局部现象显现出全面扩展的

趋势ꎮ 即便在很多农村贫困地区ꎬ富人村干部也很受上级政府的支持ꎬ其理由是贫困村脱贫需要富人村干部

的引领作用ꎮ
随着国家对农村投入的资源逐渐增多ꎬ富人当村干部的自身积极性也越来越高ꎮ 富人治村在某些农村地

区成为不可逆的现象ꎮ

(二)研究假说

对于富人治村ꎬ理论界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ꎮ 一部分学者如仇叶[１１]认为在社会分化背景下ꎬ富人治村的

出现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ꎮ 韩鹏云[１２]认为“富人治村”是乡村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基层政府逻辑导向及村庄诉

求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这一现象具有部分合理性ꎮ 另一些学者则对富人治村持否定的态度ꎮ 欧阳静[１３]指出富

人村干部难以在乡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ꎮ 袁松[１４] 也认为富人治村会排斥普通村民参与政治ꎬ将
带来公共资源的损耗ꎮ 陈柏峰[１５] 指出ꎬ不同类型的富人治村都削弱了村级民主ꎬ不利于基层民主的良性发

展ꎮ 富人村干部通过与“混混”势力的联合ꎬ垄断村庄政治经济事务ꎮ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ꎬ村级治理主体在促进扶贫项目瞄准上面临关键挑战ꎮ Ｐａｎ 等[９]发现坦桑尼亚 ６０％农

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被村干部的家庭俘获ꎮ Ｂｅｓｌｅｙ[８]、Ｐａｎｄａ[１０] 认为公共福利项目瞄准受到基层地方政府

精英(村干部)俘获严重影响ꎮ 王谦和王秋苏[１６]认为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减贫效应显著且存在区域差异性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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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西部边远地区各省市财政支农支出的减贫效应大于东中部地区ꎮ
综上所述ꎬ很多学者认为富人治村会带来村庄公共资源的损耗ꎬ而我国反贫困实践的推进伴随着大量公

共资源的传递到贫困村ꎮ 因此本文提出了研究假说 １:富人治村不利于贫困村贫困减少ꎮ
同时ꎬ国内外的精英俘获研究为富人治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ꎮ Ｌａｆｆｏｎ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１７]、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８]等较早开始了精英俘获的研究ꎮ 贺雪峰[４]指出ꎬ富人治村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富人村干部可以凭借

自己的偏好而不是大多数村民的偏好ꎬ来使用国家投入的资源ꎮ 袁松[１４] 指出富人治村导致输入农村的资源

在传递中被大量吸食ꎬ乡村治理发生了内卷化ꎮ 刘锐[６]认为富人村干部一方面维持表面的权力结构稳定ꎬ另
一方面与精英结成权力的利益之网共同谋利ꎮ 陈柏峰[１５]认为富人治村不利于基层民主的良性发展ꎮ 在这些

学者看来ꎬ富人治村对基层民主带来了破坏性影响ꎮ 温铁军[１９]认为如果没有农民自上而下、平等广泛参与的

基层组织创新ꎬ则乡村治理难以摆脱经济领域的“精英俘获”ꎮ 胡联和汪三贵[２０]发现村级治理不完善是建档

立卡精英俘获的重要因素ꎮ
综上所述ꎬ国内为精英俘获的理论研究表明村级治理不完善是精英俘获产生的重要原因ꎮ 当前富人治村

在很多地方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ꎮ 结合本文引言中富人村官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事实ꎬ因此本文提出了研究

假说 ２:富人治村会导致扶贫项目精英俘获ꎮ

三、研究设计

(一)识别策略

对于本次调研而言ꎬ互助资金试点是一个外生的事件ꎬ试点贫困村农户有机会使用互助资金的贷款ꎮ 非

试点贫困村农户没有机会使用互助资金贷款ꎮ 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ꎬ本文参考张宗新和杨万成[２１]、
简泽等[２２]、Ｂａｉ 和 Ｊｉａ[２３]的研究ꎬ建立计量模型(１)来评价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的影响ꎮ

Ｙｉｖｔ ＝ β０ ＋ β１Ｄｔ ＋ β２Ｄｔｒｅａｔ ＋ β３Ｄｔ Ｄｔｒｅａｔ ＋ β４ＤｔＤｔｒｅａｔ Ｄｒｇ ＋ β５ Ｄｒｇ ＋ β６Ｄｔｒｅａｔ Ｄｒｇ ＋ αＸｖｔ ＋ δｉ ＋ εｉｖｔ (１)
其中ꎬＹ 为农户人均纯收入ꎬｉ 代表农户ꎬｖ 代表省份ꎬｔ 代表年份ꎮ Ｄｔｒｅａｔ代表是否是试点农户的虚拟变量ꎬ

如果该农户是试点农户则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Ｄｔ代表农户是处于试点前还是试点后的虚拟变量ꎬ如果是试点后则

为 １ꎬ试点前为 ０ꎮ δｉ为省的固定效应ꎬＤｒｇ代表贫困村是否是富人治村的虚拟变量ꎬ贫困村是富人治村则为 １ꎬ
否则为 ０ꎮ

根据汪三贵等[２４]的研究ꎬ笔者在模型中加入了贫困村劳动力、耕地、基础设施等控制变量ꎬ用 Ｘｖｔ表示ꎮ
我们关心的是交叉项 ＤｔＤｔｒｅａｔＤｒｇ的回归系数 β４ꎬ它代表互助资金试点村和互助资金非试点村在控制了其他因

素后富人治村对互助资金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ꎬ也即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的影响ꎮ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数据是源自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联合国家扶贫办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对 ５ 省 ２０ 个非试点

村和 ３０ 个互助资金试点村的抽样调查数据ꎮ 考虑样本代表性ꎬ课题组选择了山东、河南、湖南、甘肃和四川 ５
个省作为监测评估省ꎮ 然后在每个县的 ５ 个备选村中ꎬ课题专家组以随机方法在项目组推荐的 ２ 个县各 ５ 个

备选项目村中各抽取 ２ 个对照村和 ３ 个项目村ꎮ 接着采用分层等距抽样的方法ꎬ课题组在对照村和项目村中

随机抽取 ３０ 个农户进行问卷调研ꎮ 调研内容具体包括贫困村人口、耕地等情况、农户家庭人口特征、收入和

互助资金的组织运行情况ꎮ 课题组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进行了基期调研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课题组进行了追踪调研ꎬ进
一步补充数据ꎮ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 ５０ 个互助资金试点村农户和村级数据ꎬ研究总样本包括 ２ ６３２ 个农户数

据ꎮ 本文使用数据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ꎮ
主要变量衡量指标如下:富人治村 Ｄｒｇꎬ度量指标为贫困村村支书或者村主任的家庭人均收入如果在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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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农户收入十等分中最高一等分则为 １ꎬ反之为 ０ꎻ村贫困发生率 Ｈｅａｄｃｏｕｎｔꎬ度量指标为贫困村贫困人口数

与村总人口数之比ꎻ村贫困缺口 ＰｏｖｅｒｔｙＧａｐꎬ度量指标为贫困村贫困人口与贫困线之间的平均距离ꎻ农户家庭

抚养比 ｄｐ＿Ｒａｔｉｏꎬ度量指标为农户家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ꎻ村到本乡镇政府的距离 ｄ０２ꎬ
度量指标为农户去年耕种面积ꎻ村民代表大会年开会次数 ｈ０５ꎬ度量指标为贫困村村民代表大会年开会次数ꎻ
户主文化程度 ｈｅｄｕꎬ度量指标为贫困村农户户主上学情况ꎮ 主要变量数据统计性描述见表 １ꎮ

表 １　 主要变量数据基本特征

变量名称 标签 观测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户人均纯收入 ｐｉｎｃ ２６３２ ３２０２.４７ ２６０８.２２ －２８２ １０００６
富人治村 Ｄｒｇ １００ ０.５９ ０.４９ ０ １
家庭人口抚养比 ｄｐ＿Ｒａｔｉｏ ２６３２ ０.５６ ０.５２ ０ ５
家庭人口数 ｐｏｐ ２６３２ ４.２４ １.６０ １ １３
家庭是否通电 ｂ０４ ２６３２ ０.８３ ０.５３ ０ １
平均受教育程度 ａｅｄｕ ２６３２ ６.１０ ２.７４ ０ １５
户主文化程度 ｈｅｄｕ ２６３２ ６.６９ ３.９７ ０ １７
家庭挣工资人数 ｇｏｎｇｚｉｎｕｍ ２６３２ １.０８ ０.９９ ０ ６
年耕种面积 ｄ０２ １００ ５.６８ ６.８７ ０ １０７
去年开过多少次村民代表大会 ｈ０５ １００ ６.４４ ４.２６ ０ ２４
家庭人均外出务工年数 ａｍｙｅａｒ １３１３ １.９７ ２.７７ ０ １０
村贫困发生率 Ｈｅａｄｃｏｕｎｔ １００ ３４.７２ １４.８６ ３ ８２
村贫困缺口 ＰｏｖｅｒｔｙＧａｐ １００ １７.３３ １０.６６ ２ ５８
农户家庭人均消费 ｐｅｘｐ ２６３２ １４１３.６４ １３１４.３３ ２０５ ５１５６
农户是否有需要借钱但借不到的情况 ｊ１８ １３１６ ０.１０ ０.３０ ０ １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ꎬ Ｄｔ Ｄｔｒｅａｔ 的系数在 ４ 个回归中分别为 ２ ４１２.７４、２ ３５５.６６、１.０８ 和 １.０７ꎬ且显著ꎮ Ｄｔ

Ｄｔｒｅａｔ Ｄｒｇ 的系数在 ４ 个回归中分别为－２ ３４３.７５、－２ ２７８.７０、－１.０６ 和－１.０７ꎬ且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ꎮ 回归 １
与回归 ２ 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的人均收入ꎬ回归 ３ 与回归 ４ 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的人均收入的对数ꎮ Ｄｔ Ｄｔｒｅａｔ

Ｄｒｇ 的系数为正且显著ꎬ表明互助资金促进了农户收入增加ꎮ Ｄｔ Ｄｔｒｅａｔ Ｄｒｇ 的系数为负且显著ꎬ表明富人治村不利

于互助资金促进农户收入的增加ꎬ也即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有负面影响ꎮ 该结果支持了假设 １ꎮ

(二)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表 ２ 结果是否稳健ꎬ笔者以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村贫困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做了稳健性检

验ꎮ 笔者以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ꎬ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ꎬＤｔＤｔｒｅａｔＤｒｇ的系数为正

且分别在 １０％或者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ꎬ这说明富人治村对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减少有负面影响ꎮ 该结果进

一步支持了假设 １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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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影响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农户人均纯收入

(１) (２)
被解释变量: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对数

(３) (４)

Ｄｔｒｅａｔ
－９２０.５５∗∗ －９２１.２１∗∗ －０.６６∗∗∗ －０.６４∗∗∗

(３６０.５０) (３５９.２８) (０.１４) (０.１５)
Ｄｔ １８０３.３１∗∗∗ １７４３.１５∗∗∗ ０.６２∗ ０.６３∗

(１５２.８８) (１５２.６９) (０.３５) (０.３６)

Ｄｔｒｅａｔ Ｄｔ
２４１２.７４∗∗∗ ２３５５.６６∗∗∗ １.０８∗ １.０６∗∗

(５７６.８０) (５７４.５１) (０.６１) (０.５３)

Ｄｔ Ｄｔｒｅａｔ Ｄｒｇ
－２３４３.７５∗∗∗ －２２７８.７０∗∗∗ －１.０６∗∗∗ －１.０７∗∗∗

(５７０.０２) (５６７.８７) (０.２０) (０.２０)

Ｄｔｒｅａｔ Ｄｒｇ

－７０９.１３ －７１７.１４ －０.５９∗∗∗ －０.６∗∗∗

(４９１.３０) (４８９.４５) (０.１９) (０.１７)

Ｄｒｇ Ｄｒｇ

－１１２.９０ －１１１.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２
(３４５.９０) (３４４.４９) (０.１３) (０.１４)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２７９６.７９∗∗∗ ２８４５.０４∗∗∗ ７.７８∗∗∗ ７.７７∗∗∗

(１４１.６３) (４３１.７０) (０.１６) (０.１５)
Ｎ ２６３２ ２６３２ ２５２０ ２５２０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ꎬ∗∗∗、∗∗和∗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ꎬ下同ꎮ

表 ３　 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影响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贫困深度的对数

(１) (２)
被解释变量:贫困发生率的对数

(３) (４)

Ｄｔｒｅａｔ
－０.７３∗∗ －０.７２∗∗ －０.３４ －０.３２
(０.２９)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３１)

Ｄｔ －０.３７∗∗ －０.３０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１４) (０.１７)

Ｄｔｒｅａｔ Ｄｔ －１.０７∗∗ －１.０２∗∗ －０.７２∗∗ －０.６６∗∗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３２) (０.３３)
Ｄｔ Ｄｔｒｅａｔ Ｄｒｇ ０.８８∗∗ ０.８２∗∗ ０.５３∗ ０.４８∗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３２) (０.２７)
ＤｔｒｅａｔＤｒｇ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３５) (０.３５)
Ｄｒｇ Ｄｒｇ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２２)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３６.１８∗∗∗ ３２.５４∗∗∗ ３.４１∗∗∗ ３.２９∗∗∗

(６.２１) (７.５０) (０.２２) (０.２７)
Ｎ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五、机制分析

在这一部分ꎬ笔者将验证研究假说 ２ꎬ进一步考察富人治村影响扶贫项目减贫效应的内在机制ꎮ 笔者首

先分析富人治村对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的影响ꎬ然后分析富人治村对扶贫项目精英俘获的影响ꎮ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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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富人治村对建档立卡瞄准的影响

参考 Ｐａｎｄａ[１０]和胡联等[１９]的研究ꎬ笔者设定模型(２)分析农户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影响因素ꎮ
Ｐｒｏｂｉｔ(ｃｄ＝ １) ＝ Ｇ(ａ ＋ β１Ｄｅ＋β２ ＤｅＤｒｇ＋γＸ) (２)

其中 ｃｄ ＝ １ 表示农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ꎬ反之为 ０ꎻＤｅ 表示农户是否是精英农户的虚拟变量ꎬ若农户为

精英农户则取值为 １ꎬ反之为 ０ꎮ 本文对精英农户的定义:如果一个农户本人或者家庭成员是乡村(或以上)
干部或者该农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本村的最富裕农户(收入 ５ 等分分组中最高的)ꎬ为精英农户ꎮ Ｘ 为控制

变量ꎮ 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是 Ｄｅ Ｄｒ ｇ的系数 β２ꎮ 它度量了富人治村对贫困村建档立

卡精英俘获的影响ꎮ

表 ４　 富人治村对建档立卡精英俘获影响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ｅ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６２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６５)

Ｄｒｇ
０.２３∗∗∗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３１)

ＤｅＤｒｇ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６９∗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３８)

ｐｏｐ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ｈｅｄ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ｓｉｃｋ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ｄ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ｂ０３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１８)

ａｍｙｅａ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ｃｏｎｓ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２２) (０.４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２０.５６ ２４.７０ ２５.０１ ２６.２１ １８.７２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８９７.４４ －８９５.３５ －８９５.２ －８９２.１７ －５３１.０９
正确预测百分比 ６６.１３％ ６５.３７％ ５５.９０％ ６６.３０％ ６７.２２％

Ｎ １３１３ １３１３ １３１３ １３１３ ７８０

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ꎬＤｅＤｒｇ的系数为正且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ꎬ而且其数值均大于其对应 Ｄｅ的系数

值 ꎬ这说明富人治村的情况下ꎬ精英农户更易成为建档立卡户ꎮ 该结果支持了假设 ２ꎮ 这说明ꎬ富人治村会导

致贫困村的建档立卡精英俘获率增加ꎮ 一些精英农户通过和富人村干部的联系能够成为建档立卡户ꎮ

(二)富人治村对扶贫项目瞄准的影响

参考 Ｐａｎｄａ[１０]和 Ｐａｎ[９]的研究ꎬ笔者设定模型(３)分析农户参与扶贫项目的影响因素ꎮ
Ｐｒｏｂｉｔ(ｕｓｅ＝ １)＝ Ｇ(ａ ＋β１Ｄｅ＋β２ ＤｅＤｒｇ＋γＸ) (３)

其中 ｕｓｅ＝ １ 表示使用贫困村互助资金的农户ꎬ反之为 ０ꎻＤｅ表示农户是否是精英农户的虚拟变量ꎬ若农户

为精英农户则取值为 １ꎬ反之为 ０ꎻＸ 为控制变量ꎮ 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是 ＤｅＤｒ ｇ的系

数 β２ꎬ它度量了富人治村对扶贫项目精英俘获的影响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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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富人治村对扶贫项目精英俘获影响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Ｄｅ
０.０２ ０.９９∗ ０.９７∗ ０.９９∗

(０.１３)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５４)

Ｄｒｇ

－０.２６ －０.４９ －０.４８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３３)

Ｄｅ Ｄｒｇ
１.０６∗ １.０２∗ １.０６∗

(０.５７) (０.５７) (０.５６)

ｐｏｐ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ｊ１８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ｈｅｄ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ｓｉｃｋ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５)

ｄ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ｂ０３
－０.５９∗∗∗

(０.２２)

ａｍｙｅａｒ
－０.０５∗∗

(０.０２)

＿ｃｏｎｓ
－０.３２ ０.４５ ０.３３ ０.９８∗∗

(０.２４) (０.３３) (０.３５) (０.４５)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２４ ２２.３８ ２３.３５ ５５.３９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２３.２８ －４１２.０１ －４１１.４ －３７９.４６
正确预测百分比 ７１.２９％ ７１.４３％ ７１.４３％ ７２.２６％

Ｎ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估计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ＤｅＤｒｇ的系数为正且在 １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ꎬ这说明富人治村的情况下ꎬ精英农

户更易参与扶贫项目ꎮ 该结果支持了假设 ２ꎮ 这说明ꎬ富人治村会导致贫困村的扶贫项目精英俘获率增加ꎮ
一些精英农户通过和富人村干部的联系能够参与扶贫项目ꎮ 无论是建档立卡还是扶贫项目的实施ꎬ富人治村

都会带来精英俘获ꎮ
富人治村对农村减贫有负面影响的内在机理在于:富人治村会带来建档立卡和扶贫项目的精英俘获ꎮ 笔

者认为富人治村导致精英俘获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ꎬ从富人当村干部的动机来看ꎬ存在精英俘获的主观可能ꎮ 富人当村干部的动机包括以下几种:一是

单纯想为乡村发展做贡献ꎮ 这类富人村干部抱着一颗公心ꎬ一心为带领群众致富ꎮ 二是希望通过当村干部提

高自己社会地位ꎮ 这类富人村干部借助当村干部扩大自己在村子内的人际交往ꎬ认识政府层面的领导干部ꎬ
扩大人脉圈子ꎬ提高自己社会地位ꎮ 三是希望通过当村干部来谋取更大的利益ꎮ 这类富人村干部希望通过当

村干部进一步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ꎬ有利于影响到政府决策ꎬ最终将这些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

经济资本ꎮ 笔者认为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富人村干部ꎬ存在将公共(扶贫)资源私人化运用的可能ꎬ也即精英

俘获的可能ꎮ
第二ꎬ富人村干部缺乏有效的监督ꎬ存在精英俘获的客观条件ꎮ 富人村干部当村干部之前本来就由于其

相对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乡村精英ꎬ富人当村干部之后其经济、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大ꎮ 没有外部的有效制

约ꎬ富人村干部并不会因为自身经济富裕放弃对可能到手的公共资源的“俘获”ꎮ 富人治村使得经济资源与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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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资源高度重叠ꎬ更容易发出为了自己或者利益相关者谋取公共(扶贫)资源ꎮ 而我国农村中村民代表大

会、全体村民大会等机制很难对村干部形成有效制约ꎮ 富人村干部存在精英俘获的客观条件ꎬ事实上ꎬ一些地

方富人治村的效果较好ꎬ更多是部分富人村干部道德自觉的衍生品ꎮ 但如果缺乏完善的乡村治理ꎬ富人治村

会带来精英俘获ꎮ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ꎬ实证结果显示富人治村不利于贫困村贫困减少ꎻ第二ꎬ富人治村不利于农村减

贫的内在机理为富人治村会导致建档立卡和扶贫项目的精英俘获ꎬ进而影响扶贫项目的减贫效应ꎮ 第三ꎬ如
果村级治理完善ꎬ富人治村可发挥其正面作用ꎬ有利于农村减少贫困ꎻ但如果村级治理不完善ꎬ富人治村可发

挥其负面作用ꎬ不利于农村减少贫困ꎮ
综上ꎬ富人治村有其发展经济的优势ꎬ但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监督ꎬ富人治村也会带来公共(扶贫)资源精

英俘获的问题ꎬ这反而对农村减贫不利ꎮ 富人治村实质上是基层精英政治的延续和表现ꎮ 没有良好的村级治

理ꎬ缺乏村民有效的监督ꎬ表面看上去能有致富示范作用的富人村干部带来的是扶贫项目的精英俘获和治理

领域的“囚徒困境”ꎮ 要避免“富人治村”负效应的产生ꎬ就需要调整国家资源输入方式和创新农村基层治理

机制ꎮ
研究结论对我国精准扶贫机制完善有启示意义ꎬ第一ꎬ需加强对富人村干部的严格选拔ꎮ 富人村干部有

其发展经济方面积极的一面ꎬ同时也有公共权力私人化运用的可能ꎮ 所以对选拔富人当村干部须在品德上严

格把关ꎮ 第二ꎬ村庄运行要增加监事制度ꎬ加强乡村治理机制体制改革ꎬ完善乡村治理ꎮ 加强对富人村干部的

培养和引导ꎬ使其成为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富有建设性的力量ꎮ 第三ꎬ我国农村地区可以逐步推行村民议事

会制度ꎮ 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分离ꎬ村委会不直接介入管理ꎬ重大决策更多的是由村民议事会来决策ꎬ村委会

更多的是管一些社会服务工作ꎮ 第四ꎬ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ꎬ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机制ꎮ 完善村务监督委

员会的制度设计ꎬ在制度设计上保证富人治村成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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